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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林名士嵇康生活的时代，名教沦丧、礼崩乐坏，政治、社会动荡。面对这

一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境，嵇康“默然从道，沉默无为”，将道家的“自然”和“无

为”奉为圭臬，力图远离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嵇康消极避世，而是他对待不合

理现实的一种无畏的抗拒和抵制：一方面，他“颉颃礼法”“越名任心”，以颓废

懒散挑衅礼法俗情，以悍然不驯的态度拒绝来自政权的拉拢；另一方面，他“悠

游适性”“放达自由”，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世济世的儒家思

想。这种带有浓郁道家色彩的返璞归真、无所羁绊的做法，彰显了嵇康独特的

生命样态，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林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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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之际，朝中官员多为汉臣，对魏晋篡汉

多有非议，政治、社会动荡，社会名士频遭杀害，

正始玄音于是沉寂。一方面，司马氏所代表的

在朝士大夫群体，遵奉礼法，严明伦理与道德教

化，意图维护社会秩序，借以巩固统治政权；另

一方面，司马氏也假借儒家礼教的名义，谋夺王

位、诛除异己，致使名教发生异化，道德丧失其

传统价值，礼教日益虚伪而与自然人性相背离。

其时，受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命内在涵养需求的

推动，老庄思想为全社会所重视而日渐盛行。

这时候的个人生命展现出独特、崭新的儒道融

通风貌：自我意识代替了群体意识，士人不再汲

汲于钻营名利事功，转而对个体生命高度关注，

将个人的品评标准由重视道德和人格的完全，

扩展并转向以个体为主的仪态之美、个人才性

范围的艺能或识度，以充分绽放个人真情率性

的生命风采。魏朝正始士人不仅接承了这种自

觉意识之风，又身值名教异化愈烈的人文社会。

于是，士人们对新道德典范真善的心灵需求和

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态度，自然反映于个人的行

为与外显的生命风格，进而发展成为具有时代

特色的生命情调。儒学的衰退，道家思想的兴

盛，士人会通儒道，引发汉魏之际士风与学风的

转变开新，形成了一个生命自我觉醒与解放的

时代。这一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情境，蕴涵了魏

晋时代的群体生命风貌，嵇康也以这个生命觉

放时代为契机，发展出他个人与群体生命新的

相对关系。他抗礼自得的生命形态，与群体生

命的内涵同中有异，自有其独特之处。他既不

像仲长统结合法家、道家思想希望协助统治者

维护政权，也不像何晏、王弼兼采儒、道之长提

供有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建设的政策，而是力

图实践道家的“自然”思想，反抗权势统治者的

仁孝礼治。嵇康一方面沉默体道，悠游以养生，

展现道家“全身贵生”的生命观念；另一方面又

难掩其率真的傲性，彰显出多样且独特的生命

形态。

　　一、默然从道，沉默无为

嵇康心慕“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而体认

出“身贵名贱”（《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第十九

首）不如“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

为为贵”［１］１２５。于是，嵇康就由“默静少文”转

向“默然从道”。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日常行

为中：以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在饮酒欢聚

时，他高谈阔论、谐谑嘲弄，但平时对外则沉默

寡言、郁郁寡欢。嵇康等竹林名士这种共同的

“沉默”现象，也许不仅只为学老庄体道好静而

已，恐怕更有类似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

忧祸”（《世说新语·俭啬》第三条注引戴逵言）

的现实顾虑。这种“免祸”的心态与当时嵇康

所推崇的“沉默自守”的隐者孙登之所言所行

大致相当：“（阮）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

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遂归

着”；嵇康也曾“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

答，康每叹息”（《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

据史料记载，孙登隐居山岩洞窟，读《易》抚琴

自足于怀，玄默无辞，无喜怒颜色，不与人争，探

索其沉默的原因，“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

或嘿者也”（《晋书》卷九十四《孙登传》）。由

此可知，孙登体道的最大原因仍在于“免祸”。

嵇康作为孙登的仰慕者且与其三年同游，其言

行举止与处世方式受孙登的影响很大。对此，

王戎曾经指出，“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

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十六条）。这也间

接地证明了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节制，约束

自身情感的外放。此外，在史传中也曾有记载：

阮籍慎与人言，且喜怒不形于色，因其深沉晦智

的“自我情感约束”表现，获得晋文王（司马昭）

“至慎”的美称。嵇康的谨慎基于双重原因：首

先，是他服膺老庄，宗奉其说，化刚直尚柔弱；其

次，是他警觉自身“刚肠疾恶”的个性，极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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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深知“奉时

恭默，咎悔不生”［１］３１，在适应外在的政治环境

的过程中不得不做调整。前者起于内在认知的

自我节制，后者来自外在危机导致的自保意识，

这种双重的自觉意识勾勒出嵇康“至慎”的面

貌。针对嵇康谨言慎行的原因，王澍认为其是

迫于外在严酷的政治、社会环境而非其本趣，真

正有话要说时，仍是“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与山巨源绝交书》）。事实上，嵇康清高傲

世、不染世俗的性格，暗含着强烈的自我期许，

但此种人生理想和心态与他过于执着、刚直的

性格相互纠葛。因此，嵇康平日十分注意自我

节制，喜怒不形于色，这与他后来告诫儿子要谨

慎言语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夫言语，君子之

机，机动物应，责是非之形着矣，故不可不

慎。”［１］３１９由此可知，对嵇康而言，最适宜的为人

处世之道则为：“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

之路解矣。”［１］３１７这与他有意要学习阮籍的“口

与心誓，守死无二”“与物无伤”［１］３１５的处世之

道相呼应。而针对嵇康与人交往喜愠不形于色

的原因，有学者指出：玄学的思想修养会促使人

们在追求和平宁静的人生境界过程中对个体性

情产生一种“自我制约”的结果，这并非嵇康的

性格使然，他的性格依然是刚直峻急的。但不

管是出于环境所迫，还是玄学修养对个人情性

所造成的“自我制约”的结果，嵇康喜怒不形于

色的“谨慎”态度并非他的真性本趣。他沉默

以体玄也因慎世而沉默，那为人称道的谨言慎

行，原是他调节刚直本性的自觉表现。嵇康的

沉默，或许本是自身“默然从道”的修养要求，

一旦发展到人际关系上，便表现为喜怒不形于

色的谨言慎行。这虽然不是嵇康的真实性格，

但我们仍可借此看到嵇康内在心理与实际行事

之间的差异。

嵇康拒仕沉晦、标榜“无为”、不问世事的

态度，到底是表面低调还是真心“无为”？对

此，我们可根据史料记载推敲出一些线索。竹

林诸贤本多怀有济世志向，但由于所处的政治

和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名教沦丧，礼崩乐坏，因

而他们又多有隐士之志。依据《晋书》记载，阮

籍“有傲世情，不乐仕宦”；嵇康自表“荣进之心

日颓，任实之情转笃”；王戎“韬晦逊退”；山涛

“隐身自晦”。“竹林七贤”无一例外地都以低

调、“沉晦无为”的姿态避开敏感的政局。但是

以嵇康为首的这些士人在心慕道家思想的同

时，并没有遗弃儒家思想，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会通儒道。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于是以一种独

特的进路平行地存在于士人们的思想当中。事

实上，这也与嵇康和老庄之济世的思想遥相呼

应。惟其如此，嵇康等名士携手“竹林之游”，

却没有抛开对世事的关注，恰是对这种看似矛

盾但实则合理的现象的最好诠释。比如，山涛

与阮籍凭借着对时局的敏感，辞隐而避开高平

陵政变，他们的那些预见远识，少不了对政治情

势的注意和观察。嵇康更是如此，他闲居不仕，

固然有隐遁避世的政治考量，但他并非全然不

关心现实政治，否则他就不会想协助毋丘俭反

抗司马氏的权势集团：“毋丘俭反，康有力，且

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

败。”［２］５５５钟会更以此事进谮嵇康，提醒司马昭

不可忽视嵇康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钟会）言

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

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

涛不听’……。”［３］１３７３

由此可知，嵇康等竹林名士虽“隐晦”其

身，表态“无为”，但对现实政治仍存有关切与

希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与政治隔离，而是

隐在政治真空地带以俟机而动。嵇康虽“自

晦”以明哲保身，颓放毁行以示无用，但这只是

“遗世”其表、“忧世”其里。因此，他的“不与世

事”其实是不愿参与官场上的俗务，而非“遂放

世事”，放弃心目中对社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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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颉颃礼法，越名任心

儒家圣人虽是缘情以制礼，把情作为礼的

根本，但在个人自由与群体秩序交集的实践中，

情与礼之间难免会有冲突。魏晋士人所处的特

殊境遇，使他们追求自我独立的人格，肯定自我

的存在价值，流露出自然性情，所以，魏晋士人

在面对情性与礼法横决时，经常表现出颉颃礼

法的态度。作为竹林名士的代表，嵇康更是如

此。当面对世俗之人、官员、礼法之士时，嵇康

一律不假以颜色。例如，对钟会的来访，“康扬

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世说新

语·简傲》）。嵇康这种“箕距而锻”而不加礼

遇的行为展现出其沉默傲物的姿态。此外，

“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

饮豼，清言而已”（《世说新语·简傲》第三条注

引《文士传》）。除了不假颜色的傲慢态度，嵇

康在言谈、文字当中对礼法之士的鄙夷讽刺，更

是强烈得近乎露骨。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

嵇康将自己比为“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

醴泉不饮”（《庄子·秋水》）中的雏，而将世

人竞相追逐的名位视若腐臭的死鼠：“夫人之

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各以得志为

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

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

死鼠也，尚不顾足下所好者。”［１］１１７，１２３－１２５由此可

见，嵇康视名利为腐鼠，明显自标清高，鄙弃虚

伪的礼法名教。即使不对外人，自身的懒散不

修、颓废形骸，也是一种鄙俗任性的傲慢。在与

山涛的绝交书中，嵇康再次展现了其简傲懒慢

的一面，他自言：“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

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

略转乃起耳。”［１］１１７

嵇康不仅以颓废懒散挑衅礼法俗情，同时

也以悍然不驯的意态拒绝现政权的拉拢。他列

举“七不堪”和“二不可”，公然与“人伦有礼，朝

廷有法”［４］１１７的礼法世教对抗。如此从情任性，

“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世说新

语·栖逸》第三条注引《嵇康别传》），大有不满

现实而故意逾越世俗的反抗心态。他夸大的动

作，宣告志趣与立场的意味大过自我检讨；书信

明似指责山涛愧为知交，不识自己襟怀，实则透

过“七不堪”的从情任性，揭露虚伪礼教对人性

的箝制，暗讽朝仕官员驰骛荣名。嵇康是竹林

名士当中公开反对儒家礼法的人，但除了个人

形骸的颓放，并未发现其不拘礼法的记载。仔

细看来，嵇康自述的“七不堪”都属于个性与习

惯方面的问题，并无严重逾越至违反仁义道德

的程度。这些恰恰是嵇康厌恶礼法虚伪繁琐的

刚直性格的表现，并非意味着他完全否定儒家

的仁义道德。因此，应该说，嵇康不是反对以儒

家礼法为代表的名教本身，而是反对名教制度

在人为操控下产生徒重形式而禁锢自然人性的

虚伪效应，那些奉六经为太阳、丧性求荣的礼法

之士（儒者），宜当批判之首冲。至于嵇康自言

不容于世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１］１２２，实质

上只是对当时礼法虚伪性的反抗表现，他的急

竣刚直，也是其执着于儒家仁义准则的表现。

事实上，嵇康“有所为”的从情抗礼，晋人戴逵

早有明辨：“竹林之为放，有疾而颦者也”（《全

晋文》卷一百三十七《放达为非道论》）。

嵇康这种对虚伪礼教的颉颃，使其“越名

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愈发彰显。我们既可以从

中探知嵇康辨认公私、判别是非的根据，也多少

可以看出他提出任自然而“无措”于心的用意。

嵇康心目中的君子“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

乎道”［１］２３４，不像礼法之士假用仁义那样的虚伪

卑鄙，而是自然而然地实践道德。嵇康以心之

“有措”“无措”论公私，并以此区分君子与小

人：“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

笃行也”［１］２３４；也企图以“无措”化解礼教之虚

伪，使名教得以自然实行。“无措”不是衡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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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小人的准则，而是一种可以化去人的自然

执着的工夫修养，与庄子的“坐忘”“浑化”含义

相同［５］５７０。对此，牟宗三先生指出，“无措”即

“无所措意”，普通所谓“无心”也；“有措”则是

有心，即王阳明所谓的“动于意”也。“动于意”

则善恶皆坏，坏在有“矜尚”、有隐曲也；有隐

曲，即有所匿，即是“私”，是故工夫之大者，惟

在能忘。忘者，浑化也。“气静神虚”“体亮心

达”“越名教而任自然”等，皆所谓浑化也［６］３３８。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作为凭借自身的道德阶梯引导人

们进入崇高境界的名教，此时却异化成了司马

氏统治集团诛杀异己、篡权夺位的工具，基于对

这种虚伪名教的深恶痛绝，嵇康才提出了超越、

不拘泥于名教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张扬自己的

意志，即“任自然”。但是，名教所包含的基本

道德规范，本身并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所以嵇康

认为，不能在传统道德领域中来解决是非，而必

须通过“无措是非”“物情顺通”来达到更高的

境界。由此可知，嵇康追求意志自由张扬的

“任心”并不是对名教的简单排斥。究其实质，

这是一个真正地关注名教的人基于道家立场对

现行的名教之批判，所以“任心”表面上是对名

教的叛逆和否定，本质上却是嵇康试图通过这

种批判，即以“任自然”的途径来恢复名教本该

在社会伦理生活中所起的真正作用［７］１５－１６。

嵇康以简陋傲慢的形态反抗被虚伪蒙蔽的

礼教，其任性是发自于虚静不矜的心和不被物

欲牵系的情，绝不是自由放纵的妄为。事实上，

在嵇康反抗礼教的激进意识背后，隐藏着更为

积极的期许，他希望借由“任自然”的“无措”之

心，谐和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进而成就真实

的名教。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

酒之关系》中所评价的：“当时最富叛逆精神的

文人，如嵇康、阮籍，其灵魂深处仍然怀恋着名

教，他们非毁礼教，其实是不得已的事，他们服

膺真的儒教。”“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

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４］４２８对嵇康而言，在名

教已经成为司马氏集团用来作为“诛夷名族，

宠树同己”的一种工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他

批判的矛头似乎是指向了道德本身，认为道德

是在自然之道衰落之后产生的，而并非人性的

自然要求。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的道德

自然就成了人们追求名利的手段和争权夺利的

工具。在这种社会模式中，人心被扰乱，随之人

的自然本性也遭受破坏；而与道德相伴而来的

惩罚、教化制度，则使得社会上“智慧日用，渐

私其亲”。由于对利益疯狂地追求，导致社会

的良性秩序被破坏，国家面临覆亡的边缘，因

此，嵇康对“名教”的苛责实际上是批判虚伪性

的道德（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所谓的道德仁

义制度），以及由这种虚伪性所带来的后果，而

并非批判道德本身。［７］１５

　　三、悠游适性，放达自由

当时，司马氏高举名教大旗倒行逆施，肆行

集权篡位而大启杀戮。目睹众多正始名士因故

或见诛或遭黜，“天下名故，名士少有全者”，嵇

康遂与阮籍、向秀、山涛等人遁隐竹林，放弃出

世济世的儒家思想，转而遵循返璞归真、无所羁

绊的道家思想，并由此开启了魏晋著名的“竹

林之游”。

与当时司马氏集团专横跋扈、钳制思想自

由的世风相悖，嵇康自幼“不涉经学，性复疏

懒”［１］１１７，养成了率性由己、放任不羁的性格，而

且“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

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晋书·

嵇康传》）。老庄贵“游”，所游或“尘垢之外”，

或“四海之外”，或“天地之一气”。心系老庄的

哲学，嵇康与竹林之友起于志同道合，希冀自由

无拘的理想世界。竹林名士各有其个体自觉的

发展，各自表现出独特的生命形态，像山涛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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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嵇康的刚烈、王戎的简要、刘伶的昏放等，可

谓人各有志。但他们之所以能够结伴作竹林之

游，是因为他们共同具有超拔傲气、批判礼俗、

不问世事、以放达回避政治的态度，以及自力更

生、自足得意、崇尚老庄、标榜自我的逍遥人生

态度，而且又都有崇尚自然的共识，向慕闲适自

得的生活。

嵇康以老庄为师，生平“贱物贵生”，以“荣

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

然”［１］６６。在这种崇尚自然思潮的影响下，其他

竹林名士也都以老庄思想为精神支撑，重视自

然的精神和个体的存在，以外在的放浪形骸遗

忘外在世事，表现出老庄“达生任性”的人生理

念。换句话说，求生活悠游自得而遗忘外物形

骸，是嵇康等名士酣畅竹林的真意。他们重视

个人的志趣，像阮籍、刘伶浪形醉酒，嵇康、向秀

钟情山水，莫不耽溺于所好，充分彰显出追求自

我精神上的满足痛快的独特个性。面对复杂的

政治环境，竹林名士群聚饮酒清谈，采取隐避但

观察的态度。嵇康遵循“绝智弃学，游心于玄

默”［１］４９的老庄人生观，全然忽视自身所处残酷

的政治、社会环境，“侍爱肆妲，不训不师”导致

他的处世方式简单质朴。心慕于魏晋玄风普

畅，世尚“雅远”，以“隐”为高，嵇康搜集上古以

来“圣贤、隐逸、遗名、遁心”者百十九人，为之

传赞，著成《圣贤高士传》，由此足见其内心对

“雅远”的隐者充满推崇与向慕。嵇康个人对

自然的向往与追求，是其早在年少时就有的愿

望，成长后习染老庄学风，又经历蹇顿世路，遂

使遁隐也难以得意欢心：“昔蒙父兄祚，少得离

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但愿养性命，

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
!

趣世教，常恐婴网罗。义农邈已远，拊膺独咨

嗟。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虽逸亦以难，非

余心所嘉。”［１］６２－６３

嵇康于诗中道出了“保养天命”的终生志

愿，也透露出面临险恶世道内心常存有恐惧之

阴影。他深叹伏羲、神农的淳朴世代因遥远而

渺茫，想要遁隐避害，但容身浊世之中，即便遁

世隐居顺时推移，也是违反性情的难事。既爱

自然又尚雅远，“隐居”对嵇康自是一件遂志乐

事，嵇康何以反以为这是难事呢？原因就在于

嵇康无法做到像东方朔、渔父那样顺势应变、随

波逐流。这就彰显出嵇康在崇尚逍遥游世的道

家思想的同时所兼有的济世的儒家思想。汉朝

东方朔在《戒子》中勉子“以仕代农”，既可“饱

食安步”，又可免去劳苦；而且当官也不可认

真，怀抱玩世的心态“依违朝隐”，既可享乐又

可全身，所谓“依隐玩世，诡时不逄”（《戒子》）。

这种观念成为两汉到隋代仕宦家庭诫子的核心

思想，也是当时仕宦者自身的心态写照。竹林

名士中出仕的成员如山涛，即遭孙绰鄙斥“吏

非吏，隐非隐”（《晋书》卷五十六《孙绰传》）；

王戎也“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但与时浮

沉”（《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这些都是

求容于世、隐身于朝的明哲保身法。另外，渔父

也曾以“世人皆浊，何不膆其泥而扬其波”劝屈

原“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楚辞·渔

父》）。嵇康诗举东方朔和渔父二人为例，确有

赞赏之意：“东方朔至清，外似贪污内贞，秽身

滑稽隐名，不为世累所撄，所欲不足无营。”［１］４３

这样的避世全身方法，嵇康虽诗中称赏，但他不

愿违反本性而为。对嵇康而言，“柳下惠、东方

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

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

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１］１１４－１１５。遵循纯粹的

儒家思想，既是嵇康的本性所为，亦是其入世、

济世的立足所在。在《家诫》中，嵇康明确指

出：“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

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

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

济。”［１］３１５由是观之，东方朔容身朝隐、渔父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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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世，二人之“能隐”正反衬出嵇康高蹈出世之

“隐难”，既是志所不为也是性所不能为。正是

如此，清代陈祚明谓嵇康，“慨世甚深，故决意

高蹈，不能随世浮沉，虽逸亦已难，盖欲矫拂本

性，此事诚甚难也”［１］６４，只有自求放达一途了。

可见，虽在嵇康悠游肆意的行为背后难以卸脱

现实的牵制，但他任性放达寻求慰藉，仍是出于

其自我意愿的选择。

综上所述，嵇康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并非真

正无言；他简慢傲人、违俗抗礼，实则有过度甚

或故意的倾向；他或与竹林知交酣饮肆意，或采

药服养欣然自得，表面看来悠游得意、肆志自

然，其实是疾世遁隐、放达自然，非单纯的欣快

常志而是变调的逃避现实。这既反映了当时士

人群体普遍共有的生命无奈与苦闷，又有其时

代的因素和根据。需要说明的是，嵇康并不因

此而与污同流，他洁身自爱而高达亮志，不甘与

当世诈伪鄙俗的社会共浮沉；他内心自觉纵放，

追求肆意自由，不愿受拘于礼法名教的束缚。

立足于此，嵇康在“以文人的畅游方式回应了

时代的紧张与冲突，以智者的处世原则推动了

历史的运作与发展”［８］的过程中亦道亦儒，游

心方外而又任性宇内。这使得嵇康独特的生命

形态犹如一缩影，我们既可从中透视魏晋士人

普遍的生存心态，也能借此对照出其中异处，从

而凸显嵇康如奇葩独秀、与世殊异的生命特质。

参考文献：

［１］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１９６２．

［２］　陈寿．三国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　房玄龄等．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４］　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０．

［５］　杨祖汉．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Ａ］．／／魏晋

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

辑）［Ｃ］．台北：交津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９．

［７］　杨晓．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Ｊ］．学术论坛，２０１０

（９）：１４．

［８］　康中乾．魏晋玄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２·


